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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进入、国内市场导向与中国本土企业创新
——基于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

郭丽娟，郑雨欣
（西南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成都 610031）

摘 要：东道国国内市场优势是影响外资创新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国内市场导向视角，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

数据，实证分析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行业外资进入显著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创新，外资

国内市场导向对该促进效应存在强烈的正向调节作用，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机制

分析发现，外资国内市场导向通过生产本地化效应和市场结构效应强化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③异质性分析

发现，资本技术密集型、与外资技术差距较小的本土企业，外资进入的创新促进作用更大；对于不同要素密集度的本土企业，外

资国内市场导向均能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但与外资技术差距较小的本土企业，外资国内市场导向的调节效应更强。在“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本文对充分发挥强大国内市场优势高水平引进外资、吸聚全球资源要素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了理论参

考与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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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战略支撑。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利用外商

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获取技术外溢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路径之一。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积极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渐进扩大外资准入领域，外资对我国创新能力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

2000—2020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占全球比重从 3%上升到 15%，规模居全球第二位，同期，我国专利申请数

从 51906件增长到 1497159件，占全球专利申请的比重从 3.7%上升到 45.7%①。
然而，外资进入在带来技术外溢的同时，也导致我国对国外先进技术的过度依赖和技术锁定（黎峰，

2022），基于合资模式的“市场换技术”对提升我国核心技术的作用微乎其微（张杰和金岳，2020）。究其原因，

大量研究表明，未将国内市场规模优势内生至跨国公司技术转让合作是导致“市场换技术”战略失败的原因

（冯伟，2011），我国应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高质量吸收外资，倒逼本土企业加大创新力度（李俊，2021），利

用本国市场虹吸国外高级创新要素，加速发展中国的创新经济（刘志彪，2019）。由此可见，如何发挥大国国

内市场优势是影响外资创新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近五年我国引进外资的趋势看，国内市场导向型

外资占比已超过 80%，国内市场成为外商投资来华布局的主要因素（张彩云和马宇，2021）。《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形成强大国内

市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党的二十大也着重强调“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

球资源要素”，外资是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纽带，新发展格局对利用外资助力创新型国家建设提出了新的

要求。那么，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背景下，如何发挥我国强大国内市场优势高质量引进外资，

进一步发挥外资对本土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是亟需研究的重要课题。

外资进入与本土企业创新一直都是学界重点关注的领域，但是基于国内市场导向视角研究二者关系的

文献较为鲜见，和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以下两支。第一支文献是研究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的影

响效应，研究结论尚未统一。肯定观点认为 FDI技术溢出对本土企业创新具有积极作用。Crescenzi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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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对英国企业的研究发现同行业外资进入促进了本土企业创新。较多学者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开

展研究，毛其淋（2019）发现外资进入显著提高了本土企业的创新程度，并延长了其创新持续时间；唐宜红等

（2019）研究支持 FDI能够提高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但其促进作用受到内资企业特性和区域制度的调节影响；

诸竹君等（2020）研究发现同行业外资进入提升了内资企业的创新数量和创新效率，但恶化了创新质量；郑妍

妍和李磊（2020）的研究也得到外资提高我国内资企业整体自主创新能力的结论。否定观点认为外资进入不

利于本土企业技术创新。罗伟和葛顺奇（2015）对 2005—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企业的研究表明，跨国公

司进入降低了中国制造企业以研发倾向和研发强度衡量的自主研发水平；石大千和杨咏文（2018）对我国

1998—2015年省级层面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究发现，FDI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净效应为负。第二支文献是探

讨不同导向的外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差异性，多数研究认为国内市场导向型外资技术溢出效应更加显著。李

建伟和冼国明（2010）对工业行业的研究表明，国内市场导向型外资更容易与上游行业建立后向关联，提升本

土企业产出；高鹏（2018）发现国内市场导向型外资通过拉动更大规模的本土关联和中间品需求，提升国内出

口增加值率；郭娟娟等（2020）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研究支持国内市场导向型外资更能提升我国企业的全

球价值链地位，李怡和李平（2018）也得出类似结论；陈波和张程程（2022）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与其

他类型的 FDI相比，国内市场导向型 FDI更能促进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

由上述可知，既有文献证实了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的影响，国内市场导向型外资具有更为显著的技

术溢出效应。但是外资国内市场导向如何影响其创新溢出效应，其作用机制是什么，我国应如何发挥国内市

场优势进一步强化外资的创新溢出效应，尚未得到理论与实证的系统研究。鉴于此，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

微观数据，研究外资进入与本土企业创新的关系，尤其检验国内市场导向在其中发挥的调节效应及其作用机

制。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在于：①本文发现生产本地化效应与市场结构效应是外资国

内市场导向调节效应发挥的主要途径，扩展了从技术缺口和国内市场导向视角研究外资溢出效应的研究成

果；②本文的研究为立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依托强大国内市场高水平引进外资、吸聚全球资源要素建设

创新型国家提供了有益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外资进入、国内市场导向与本土企业创新
已有研究表明，外资进入通过多种渠道影响本土企业创新。第一，示范模仿效应，外资进入为本土企业

提供近距离学习机会，本土企业模仿学习外资企业行为，对产品进行“逆向工程”研发，进而提升技术创新水

平（石大千和杨咏文，2018）。第二，人员流动效应，外资企业的本地雇员自创企业、接触或流向本土企业，为

本土企业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而对其技术创新产生正面影响（曾国安和马宇佳，2020）。第

三，竞争效应，外资进入的竞争压力会促使本土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和员工培训，也可能降低本土企业市场份

额或挤出本土企业，进而削弱对本土企业创新的影响（李伟和路惠雯，2019）。第四，产业关联效应，外资企业

向上游本土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许可，为下游本土企业提供高质量的中间品和技术服务（程正中和夏恩

君，2020），间接提升本土企业创新能力。第五，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外资企业通过增加上游本土企业产品购

买、供应下游本土企业价格更低的中间投入品，进而扩大本土企业销售规模和利润、降低生产成本，这两种方

式均有利于本土企业缓解融资约束，进行更多的创新活动（毛其淋，2019）。

外资进入导向影响其技术溢出效果（陈波和张程程，2022）。成本导向型外资主要从事“两头在外”的加

工贸易，技术、中间品和市场均在境外，与本土企业关系松散，难以对本土企业创新活动发挥正向溢出效应。

与之相比，市场导向型外资更有利于技术转移和技术外溢，从而更有利于东道国企业创新。原因在于，第一，

外资自身技术水平决定了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市场导向型外资生产率和技术含量更高（罗伟等，2018），为

维持和扩大市场规模，这类外资企业更注重研发投入，会不断增加技术创新力度或从母公司转移更高水平的

技术。第二，外资与本土经济社会之间互动结合的紧密程度、本地嵌入性是影响溢出效应发挥的直接因素

（邱国栋和陈景辉，2010）。市场导向型外资更多采用本土化采购和国内销售，根植性较强，与本土企业关联

度较高，具备上下游产业链带动作用，本土企业从中受益的机会更多。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
行业外资进入能够促进本土企业创新，外资国内市场导向对该促进效应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即外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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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市场导向性越强，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大（H1）。

（二）国内市场导向、生产本地化效应与本土企业创新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创造新价值的过程就是生产本地化过程。外资生产本地化程度反映了本地要素参与

外资企业生产经营的程度、本地员工在外资企业就业的机会、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关联。外资企业主要根

据生产本地化程度控制技术的使用、转移和扩散，其反映了本土企业接触外资技术的概率，决定了本土企业

模仿学习的可能性（傅元海等，2010）。

外资国内市场导向会加深其生产本地化程度并最终有利于本土企业创新。原因是，第一，外资生产本地化

增加了本土企业技术学习的机会。逆向模仿不可能获得产品设计、生产技术、营销管理等全部知识，需要高度

依靠经验积累和直接学习。在外资生产本地化程度较高的行业，本土企业能够近距离观察到更多生产工序，直

接学习其相关流程和技术知识，通过开展与外资企业的技术交流与研发合作，也能够无偿获得相关技术信息、

参数、指南及诀窍，甚至核心技术。第二，外资生产本地化通过供应链关联强化中间品技术溢出。较高的生产

本地化促使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形成持续而稳定的产业关联（李磊等，2017）。产业关联强化技术溢出，具体体

现在：一是，前向关联效应，外资企业向下游本土企业提供技术含量更高的中间产品，本土企业吸收固化于中间

产品中的技术、享受产品售后服务，获得技术和知识溢出；二是，后向关联效应，外资企业通过中间品需求密切

与本土企业关联，本土供应商获得外资企业技术帮助和质量控制，间接提高本土供应商技术水平。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
外资国内市场导向通过生产本地化效应强化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体现为，外资生产

本地化增加本土企业技术学习机会、密切供应链关联，强化中间品技术溢出（H2）。

（三）国内市场导向、市场结构效应与本土企业创新
外资进入会改变东道国的市场结构。一方面，外资进入增加了东道国国内市场中企业的绝对数量，强化

了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市场竞争使低效率的企业被淘汰，最终产业呈现集中趋势，甚至某些行业完全由外资

企业垄断，产生了反竞争效应（毛毅，2017）。适度的竞争有利于本土企业创新。

外资国内市场导向会迅速改变东道国的市场结构进而对本土企业创新产生影响。第一，外资进入改变

市场竞争格局，倒逼本土企业以创新拓宽生存发展空间。本土企业为维持现有市场份额，会倾向于增加研发

投入、改良技术、加大员工培训，最终体现为创新能力的提升。第二，外资进入加剧市场竞争并直接提升产业

的市场集中度（刘建丽，2019）。技术落后的企业被迅速淘汰，在位本土企业不断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从而与

外资技术差距进一步缩小，外资企业为维持技术领先优势，被迫开发或引进新技术，开始新一轮的技术溢出，

诱发本土企业新一轮创新能力提升（邓娅娟等，2021）。第三，高效率外资企业进入将降低在位本土企业的市

场份额和利润，本土企业会减少研发投入，更难从事周期长、风险高的自主研发行为（Arkolakis et al，2018）。

在面临市场竞争冲击和市场份额缩减时，本土企业会更多采取“妥协策略”，即不断收缩经营范围或退出市场

（罗伟和葛顺奇，2015），这会降低本土企业的研发创新力度。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3：
外资国内市场导向通过市场结构效应影响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但市场结构效应对本

土企业创新的影响方向尚不确定（H3）。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使用的微观企业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选择

2007年及以前年份数据的原因有三点：一是，该数据库在 2007年以后存在样本遗漏、指标缺失与极端值较多

等问题，同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标准在 2007年后发生了变化，使得样本之间的可比性程度降低（聂辉华等，

2012）。张平淡和屠西伟（2022），刘德学和钟湘玥（2021）及毛其淋（2019）等在关于企业创新的研究中均采用

了 2007年及以前的数据。二是，该数据库在 2007年以后未公布实收资本中外资份额和增加值等关键性数

据。三是，1998—2007年是中国经济高度腾飞和中国吸引市场导向型外资的重要年份，数据适合于研究主

题。因此，本文认为使用 2007年及以前年份的数据进行研究是合理的。

本文研究对象为本土企业，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的登记注册类型，可以把企业划分为国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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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中国港澳台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五种类型，参考唐宜红等（2019）的做法，将除外

商投资企业和中国港澳台投资企业②之外的内资企业界定为本土企业。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2004年数

据未统计新产品产值且多项指标缺失，借鉴陈晓华和彭榴静（2018）的做法，剔除 2004年数据。和以往文献

保持一致，剔除采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企业，选取制造业企业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参考

既往文献（Brandt et al，2012；唐宜红等，2019；诸竹君等，2020；毛其淋和方森辉，2020）对原始数据进行如下

处理：①使用序贯匹配法对企业进行识别；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匹配方法将历年行业代码统一至 2002年标

准；③删除企业资产合计、企业成立时间数据缺失的样本，删除 1949年前成立、企业年龄小于 0的样本，剔除

员工人数小于 8人的样本；④删除总资产小于流动资产、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净值，不

符合会计准则的样本；⑤剔除不合常理的负值样本，新产品产值、实收资本、港澳台资本、外商资本、出口交货

值、企业总资产、应付薪酬、政府补贴、工业增加值等主要变量为负值则删除此观测值。为消除极端值对实证

分析的干扰，对企业层面的连续变量进行 1%的双侧缩尾处理。

（二）模型设定
为研究外资进入、国内市场导向与本土企业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构建如下调节效应模型以验证研究

假设 1。
Innovijt = α 0 + α 1FDIjt + α 2FDIjt × MOjt + α 3MOjt + γControl + δi + δt + δp + εijt （1）

其中：Innovijt为行业 j本土企业 i在 t年的创新行为代理变量；FDIjt为行业 j在 t年的外资进入程度；MOjt为行业 j
在 t年的外资国内市场导向；Control为一系列控制变量；为避免时间、行业、地区特征潜在干扰实证结果，同

时控制企业固定效应 δi、年份固定效应 δt和地区固定效应 δp；εijt为随机误差项；α0为截距项；α1为行业外资进

入对本土企业创新的直接影响；α2为外资国内市场导向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α3为外资国内市场导向对本

土企业创新的影响；γ为控制变量对本土企业创新的影响。

为验证外资国内市场导向调节效应发挥的具体机制，参考叶宝娟和温忠麟（2013）构建有中介的调节效

应模型，验证研究假设 2和假设 3。
Mediatorjt = α 0 + α 1FDIjt + α 2FDIjt × MOjt + α 3MOjt + γControl + δi + δt + δp + εijt （2）

Innovijt = α 0 + α 1FDIjt + α 2FDIjt × MOjt + α 3MOjt + α 4Mediatorjt + γControl + δi + δt + δp + εijt（3）
其中：Mediatorjt为中介变量，分别代表行业外资生产本地化程度（Localjt）和行业市场结构（Structurejt），模型（2）
中 α1和 α2分别为行业外资进入（FDI）、外资进入与国内市场导向交互项（FDI×MO）对中介变量（Mediatorjt）的

影响；α3为外资国内市场导向对中介变量的影响；γ为控制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模型（3）是将中介变量纳

入模型（1）中，考察外资国内市场导向通过中介变量对行业外资进入与本土企业创新二者关系的影响机制；

α4为中介变量对本土企业创新的影响，其余变量与模型（1）一致。若存在中介效应，则模型（2）中 FDI与
FDI×MO的系数均显著，且模型（3）中 Mediatorjt的系数显著。此外，本文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计量识

别，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面板 Tobit模型控制零值样本可能带来的估计偏误。

（三）变量设定
1. 被解释变量

本土企业创新（Innov）。衡量企业创新的指标有研发投入、专利申请和授权数目、新产品数量、新产品销

售收入或产值等。本文研究的本土企业创新主要指技术创新，即将有商业价值的新技术、新知识、新工艺等

转变成商业化产品的活动。由于新产品产值能够体现技术创新的商业化水平和市场价值，一般被认定为科

技活动的直接商业化产出，因此，本文选取新产品产值加 1取对数作为企业创新活动的衡量指标，本土企业

新产品产值以 1998年为基期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2. 解释变量

行业外资进入程度（FDI），借鉴 Javorcik（2004）的方法，使用行业中所有企业外资份额以总产值作为权

重的加权平均值进行度量，计算公式为 FDIjt = ( )∑
i ∈ j
y it × fit ∑

i ∈ j
y it，其中，i为企业；j为三位码行业；t为年度；yit

为企业 i在 t年的总产值；fit为企业 i在 t年的外资份额，以企业实收资本中的外商资本和港澳台资本之和占实

② 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为 310、320、330、340；中国港澳台投资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为 210、220、23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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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资本的比重表示。

3. 调节变量

外资国内市场导向（MO），借鉴黎峰（2017）的做法，用外资内销倾向刻画其国内市场导向，即三位码行业

外资内销额占外资销售收入的比重。外资内销倾向越高，其国内市场导向特征越明显。

4. 中介变量

①外资生产本地化程度（Local），借鉴傅元海等（2010）的研究，用外资企业价值增值率衡量，即外资企业

增加值与总产出的比例。理由是，外资企业的增加值可以分解为母国创造和国外创造两部分，从东道国的视

角，外资企业在东道国创造增加值的过程就是生产本地化过程，其在东道国创造的增加值越接近于总的增加

值，说明生产本地化程度越高；②行业市场结构（Structure），用三位码行业赫芬达尔指数衡量，赫芬达尔指数

取值为 0~1，值越大表明市场集中度越高，市场结构趋向垄断型。

5. 控制变量

①企业规模（Size），用企业员工人数取对数值表示；②企业年龄（Age），用当年年份减去企业开业年份再

加 1取对数表示；③企业人力资本水平（Human），采用企业应付薪酬除以企业员工人数衡量，企业应付薪酬

以 1998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④企业政府补助（Subsidy），用企业获取的政府补助加 1取对

数表示，企业获取的政府补助以 1998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⑤企业负债率（Debts），用企业

负债总额和企业资产总额的比值度量；⑥行业资本密集度（KL），采用三位码行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

与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的比值表示，行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以 1998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

数进行平减。

（四）数据描述性统计
表 1报告了主要变量的含义和描述性统计。本土企业创新（Innov）的标准差是 2.5099，最小值是 0，最大

值是 11.2412，表示不同企业新产品产值差异较大，中位数是 0，均值是 0.7496，说明大部分企业没有新产品产

值，本土企业整体创新水平不高。行业外资进入程度（FDI）的标准差为 0.1335，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0.9137，
除其他烟草制品加工、煤制品制造、核辐射加工、核燃料加工极少部分行业无外资进入外，其他行业均有不同

程度外资进入。外资国内市场导向（MO）均值为 0.6735，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1，标准差为 0.2194，说明部分

行业外资完全出口或完全内销，经计算有超过 60%的行业外资偏向于国内市场导向。外资生产本地化程度

（Local）均值为 0.2767，中位数为 0.2763，标准差为 0.0490，外资在我国境内创造的增加值占产出的比重约

27%，说明外资生产本地化程度不高。行业市场结构（Structure）均值为 0.0095，中位数为 0.0056，标准差为

0.0130，说明我国大多数行业的市场结构处于充分竞争状态。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调节变量

中介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本土企业创新

行业外资进入

外资国内市场导向

外资生产本地化

行业市场结构

企业规模

企业年龄

企业人力资本

企业政府补助

企业负债率

行业要素密集度

变量代码

Innov

FDI

MO

Local

Structure

Size

Age

Human

Subsidy

Debts

KL

平均值

0.7496
0.2205
0.6735
0.2767
0.0095
4.7057
2.0754
2.2651
0.6559
0.6098
80.1015

标准差

2.5099
0.1335
0.2194
0.0490
0.0130
1.0711
0.9271
0.6045
1.8945
0.2969
57.5029

中位数

0.0000
0.2014
0.7049
0.2763
0.0056
4.6151
2.0794
2.3092
0.0000
0.6234
66.5446

最小值

0.0000
0.0000
0.0000
0.0808
0.0009
2.4849
0.0000
0.2559
0.0000
0.0098
10.2354

最大值

11.2412
0.9137
1.0000
0.9701
0.7785
7.7753
3.9120
3.8396
8.2196
1.5611
538.7333

观测值

1354520
1354520
1353826
1353826
1354520
1354520
1354470
1354520
1354520
1351005
1354520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2为基准回归结果，列（1）~列（3）均控制了企业、年份及地区固定效应。列（1）、列（2）验证核心解释变

量行业外资进入（FDI）对本土企业创新的影响，列（2）加入控制变量后，FDI的估计系数由 0.1914增加到

0.1996，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行业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列（3）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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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国内市场导向的调节作用，行业外资进入

（FDI）、外资进入与国内市场导向的交互项（FDI×
MO）在 1%的统计水平上均显著为正，表明外资

国内市场导向（MO）显著正向调节了行业外资进

入（FDI）与本土企业创新（Innov）之间的关系，外

资国内市场导向性越强，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

新的促进作用越大。基准回归结果与研究假设 1
一致，即行业外资进入能够促进本土企业创新，

外资国内市场导向对该促进效应发挥正向调节

作用。

表 2中控制变量与本土企业创新间的关系也

基本达到理论预期。企业年龄（Age）的估计系数

显著为负，但不显著。企业规模（Size）的估计系

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规模与企业创新正相关，

规模大的企业更有能力进行创新活动。企业人

力资本（Human）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平均工

资高的企业人力资本禀赋也越高，对新知识和技

术的吸收能力更强，企业新产品产出也越高。企

业政府补助（Subsidy）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政府补贴能够降低企业创新成本，进而促进企业新产品研发。

企业负债率（Debts）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企业负债会影响创新资金投入，导致企业创新产出较低。行业资本

密集度（KL）估计系数为负，但与 0非常接近，说明行业资本密集度对本土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不明显。

（二）稳健性检验
1. 更换本土企业识别方法

本文在基准回归中通过“企业登记注册类型”识别本土企业，由于外资企业可以享受各种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可能通过填报“登记注册号”改变企业类型，导致用登记注册类型识别方法存在偏误（聂辉华等，2012）。

为解决这一问题，借鉴毛其淋（2019）的做法，将港澳台资本和外商资本之和占实收资本的比例小于 25%的

企业界定为本土企业。检验结果见表 3的列（1），FDI、FDI×MO的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结果并没

有因为更换本土企业的识别方法而改变，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3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结果

变量

FDI
FDI×MO
MO

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地区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

Hansen J 统计量

Constant
Observations

R2

更换本土
企业识别

（1）
Innov

0.2909***（0.044）
0.5454***（0.125）
0.0445（0.027）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1.1415***（0.035）
1362709
0.678

更换 FDI
测度

（2）
Innov

0.1748***（0.035）
0.2491**（0.106）
0.0129（0.026）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1.0285***（0.035）
1350276
0.669

用专利申请量
衡量本土企业创新

（3）
Innov

0.0250***（0.008）
0.0428*（0.025）
-0.0138**（0.006）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0.0220***（0.007）
1350087
0.641

面板 Tobit
模型

（4）
Innov

2.6429***（0.318）
17.3046***（0.866）
-0.5859***（0.205）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41.8990***（0.366）
1350282

2SLS
模型

（5）
Innov

0.7589***（0.159）
0.8716***（0.236）
0.1565***（0.053）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1.7×104［0.000］
1.5×104｛16.38｝

0.000

747893
0.080

注：*、**、***分别表示参数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小括号中的数字表示稳健标准误，中括号中的数字为 p值，大括号里的数字为 Stock‑Yogo 弱
识别检验 10% 水平上的临界值，交互项经过中心化处理，回归结果由 STATA15.0给出。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FDI

FDI×MO
MO

Age

Size

Human

Subsidy

Debts

KL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地区固定效应

Constant

Observations

R2

（1）
Innov

0.1914***（0.039）

控制

控制

控制

0.7074***
（0.009）
1354520
0.667

（2）
Innov

0.1996***（0.039）

-0.0058（0.004）
0.3304***（0.005）
0.1155***（0.005）
0.0386***（0.001）
-0.0834***（0.011）
-0.0006***（0.000）

控制

控制

控制

-1.0211***
（0.030）
1350957
0.670

（3）
Innov

0.2686***（0.044）
0.6366***（0.125）
0.0308（0.027）
-0.0056（0.004）
0.3301***（0.005）
0.1153***（0.005）
0.0387***（0.001）
-0.0833***（0.011）
-0.0007***（0.000）

控制

控制

控制

-1.0428***
（0.036）
1350276
0.669

注：*、**、***分别表示参数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字表示
稳健标准误，交互项经过中心化处理，回归结果由 STATA15.0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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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更换解释变量“行业外资进入程度”的测算方法

前文中，用行业中所有企业外资份额以总产值作为权重的加权平均值，衡量行业外资进入程度（FDI），

此处借鉴李磊等（2018）的做法，采用各行业中外资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销售收入的比

重衡量。检验结果见表 3的列（2），FDI系数、FDI×MO的系数分别在 1%和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基准回归

结果依然稳健。

3. 以专利申请量衡量“本土企业创新”

使用专利申请量作为本土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参考诸竹君（2020）的研究，通过企业名称将中国工业企

业数据库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中国专利数据库进行匹配，用企业专利申请量加 1取对数衡量本土企业创新。

检验结果见表 3的列（3），FDI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外资进入促进了以专利申请数为代表的

本土企业创新产出，FDI×MO的系数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 FDI的系数符号一致，说明外资国内市场

导向性越强，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越大，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

健性。

4. 使用面板 Tobit模型

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存在大量新产品产值为零值的情况，占总样本的 91%。可能的原因是，企业未进行新

产品研发，新产品产值确实为零；新产品产值不为零，但企业未统计相关信息。为控制零值样本可能带来的

估计偏误，采用面板 Tobit模型进行估计，由于企业层面虚拟变量数量过大，会导致 Tobit估计无法收敛，本文

选择控制年份、行业和地区固定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3的列（4），FDI系数、FDI×MO的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

显著为正，说明行业外资进入促进了本土企业创新，外资国内市场导向存在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这一结果与

基准回归模型结论一致。

（三）内生性检验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本土企业创新能力，行业外资进入作为一个宏观变量，其受到单个本土企业创新行

为的影响较小，本文选取的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一定程度规避了内生性问题。但是，即使行业外资进

入无法由单个制造企业所驱动，依然会因为遗漏变量或测量误差导致结果出现偏误，本文试图通过工具变量

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选取 FDI的滞后一期作为 FDI的工具变量，并利用两阶段最小二

乘法（2SLS）进行回归。在工具变量相关检验中，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的 p值为 0，强烈拒绝工具变量

识别不足的假设；Hansen J统计量数值为 0，可知工具变量为恰好识别，不存在过度识别工具变量问题；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大于 Stock‑Yogo弱工具变量检验在 10%水平上的临界值，拒绝了弱工具变

量的原假设。上述检验表明，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能够通过时间顺序上的不可逆性确保因果关系

识别。由表 3的列（5）可知，加入工具变量后，行业外资进入（FDI）的系数为 0.7589，FDI×MO的系数为

0.8716，皆通过 1%显著性水平检验，且两个系数值均大于基准回归结果。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核

心结论依旧成立。

五、机制检验

前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外资国内市场导向正向调节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的影响。为进一步探讨外

资国内市场导向调节作用发挥的具体机制，本文从生产本地化效应和市场结构效应两个角度展开分析。为

减轻多重共线性问题，对交互项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

（一）生产本地化效应
表 4中，列（1）为基准回归；列（2）以外资生产本地化程度（Local）作为因变量，行业外资进入（FDI）、外资

进入与国内市场导向的交互项（FDI×MO）其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α1=0.0055，p < 0.01；α2 =
0.1251 ，p < 0.01），说明外资国内市场导向加深了外资在东道国的生产本地化程度。列（3）在基准回归基础

上加入中介变量“外资生产本地化”，可见，外资生产本地化（Local）的系数显著为正（α4=0.2098，p < 0.01），说

明外资生产本地化在外资进入与本土企业创新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与列（1）相比，FDI的系数（α1 =
0.2674，p < 0.01）、交互项（FDI×MO）的系数（α2 = 0.6104，p < 0.01）均减小但仍显著为正，说明外资国内市场

导向的调节效应通过外资生产本地化中介发挥作用。即在外资国内市场导向下，外资进入通过加深在东道

国的生产本地化程度，从而强化对本土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有效支持了研究假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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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结构效应
表 4中列（4）以行业市场结构（Structure）为因变量，FDI及 FDI×MO的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α1=

0.0065，p < 0.01；α2=0.0166，p < 0.01），说明外资进入会改变行业市场结构，使行业市场结构变得更加集中，外

资国内市场导向会正向调节外资进入对行业市场结构的影响。列（5）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行

业市场结构”，行业市场结构（Structure）的系数显著为负（α4=-0.5506，p < 0.05），与基准回归列（1）相比，FDI
的系数（α1 = 0.2721，p < 0.01）、FDI×MO的系数（α2 = 0.6457，p < 0.01）仍显著为正，说明行业市场结构在外资

进入与本土企业创新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外资国内市场导向的调节效应部分通过行业市场结构中介发挥

作用，即在外资国内市场导向下，行业外资进入会加速改变东道国市场结构，使行业市场结构变得集中，削弱

市场竞争活力，从而对本土企业创新产生不利影响，假设 3得到验证。

表 4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FDI
FDI×MO
MO
Local

Structure
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地区固定效应

Constant
Observations

R2

基准回归模型

（1）
Innov

0.2686***（0.044）
0.6366***（0.125）
0.0308（0.027）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1.0428***（0.036）
1350276
0.669

生产本地化效应

（2）
Local

0.0055***（0.001）
0.1251***（0.002）
0.0497***（0.000）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0.2572***（0.001）
1350276
0.825

（3）
Innov

0.2674***（0.044）
0.6104***（0.126）
0.0204（0.027）
0.2098***（0.073）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1.0968***（0.040）
1350276
0.669

市场结构效应

（4）
Structure

0.0065***（0.000）
0.0166***（0.001）
0.0065***（0.000）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0.0020***（0.000）
1350276
0.782

（5）
Innov

0.2721***（0.044）
0.6457***（0.125）
0.0343（0.027）

-0.5506**（0.249）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1.0418***（0.036）
1350276
0.669

注：*、**、***分别表示参数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字表示稳健标准误，交互项经过中心化处理，回归结果由 STATA15.0给出。

六、异质性分析

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不同，导致本土企业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不同；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企

业对技术创新的需求不同，也会影响外资技术溢出的效果。鉴于此，本文从技术差距和要素密集度视角展开

异质性分析。

（一）基于本土企业技术差距的分析
借鉴郑妍妍和李磊（2020）的方法，用本土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同行业外资企业平均劳动生产率之比衡量

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比值越大，表明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越小，本土企业的吸收能

力越强。首先计算技术差距变量的中位数，将大于中位数的本土企业归为与外资技术差距较小的样本，将小

于中位数的本土企业归为与外资技术差距较大的样本，分样本的估计结果见表 5的列（1）、列（2）。结果显

示，FDI的估计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外资技术差距较小的样本中 FDI系数更大，组间系数差异

检验显著，说明本土企业与行业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较小时，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

FDI×MO的估计系数分别在 1%和 5%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外资技术差距小的样本中 FDI×MO的系数为

1.625，大于与外资企业技术差距大的样本（系数为 0.383），组间系数差异检验显著，说明当本土企业与外资

技术差距小时，外资国内市场导向的调节效应更强。可能的原因在于，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较小，

有利于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在产品市场形成良性竞争，有效激励企业进行创新活动；也有利于外资企业与本

土企业产生频繁的经济联系，提高技术溢出的可能性；也说明本土企业具备与外资先进技术相匹配的吸收能

力，有能力消化吸收外资企业先进技术或知识，从而促进企业自主创新。

（二）基于本土企业要素密集度的分析
根据黄先海等（2018）的分类方法，企业资本密集度用固定资产净值与企业职工人数之比表示，将企业资

本密集度大于中位数的本土企业归为资本技术密集型，小于中位数的本土企业归为资源劳动密集型。分样

本估计结果见表 5的列（3）、列（4）。结果显示，FDI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均显著为正，但在资本技术密集型

企业中的系数值（0.335），大于资源劳动密集型企业中的系数值（0.253），组间系数差异通过 1%的显著性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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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说明外资进入显著提升了本土企业创新，且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可能的原因在于，

资源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携带技术与本土同行企业较为接近，本土企业向外资企业学习的空间较小，外资

企业的技术外溢不明显；与之对比，资本技术密集型本土企业更关注技术、知识和管理等要素对产出的作用，

创新需求更强，具有较高的技术消化吸收能力，外资进入对其创新促进作用更强。FDI×MO的系数在 1%的

水平上均显著为正，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的系数值（0.654）大于资源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的系数值（0.569），

组间系数差异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无论是对资本技术密集型还是资源劳动密集型本土企业，外资国内市

场导向均能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研究外资国内市场导向对外资进入与本土企业创新关系的影响及其作用

机制。研究发现：①行业外资进入能够促进本土企业创新，外资国内市场导向对该促进效应存在强烈的正向

调节作用，即外资国内市场导向性越强，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大；②外资的国内市场导向

通过外资生产本地化效应和市场结构效应，强化其对本土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③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与外

资技术差距较小的本土企业，外资进入的创新促进作用更大；外资国内市场导向对不同要素密集度的本土企

业，均能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与外资技术差距较小的本土企业，外资国内市场导向的调节效应更强。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充分利用外资国内市场导向，激发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产生如下政策启示：第

一，打破市场分割，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依托国内大循环形成全球创新资源的强大引力场，充分利用国内市场

优势高水平引进外商投资，引导外资加大对中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和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等领域的投资，

使我国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第二，在引进高技术的同时，注重提高外资企业的生产本地化水

平，鼓励外资企业增加本地采购、完善在华产业链体系，引导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开展产业链合作，扩大技术

溢出效应，促进本土企业技术进步并攀升全球价值链。第三，强化本土企业自主创新意识和技术吸收能力，

有针对性地学习和转化外资企业先进技术和知识，通过消化、吸收提高自主研发能力，缩小与外资企业技术

差距，在新领域中突破链主企业技术垄断与限制，实现跨越式发展。第四，建设良性、公平、可预期的市场竞

争环境，引导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共享发展红利，充分发挥外资在国内市场中的竞争促

进作用，使之成为推动本土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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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 Entry，Domestic Market Orientation and Local Firms’Innovation in China：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Micro‑data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Guo Lijuan，Zheng Yux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Chengdu 610031）

Abstract：The domestic market advantage of the host countr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novation spillover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 Based on the domestic market orientation of FDI，the impact and effect of FDI entry on the innovation
of local firms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Chinese Industrial Firms Database.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Firstly，FDI entry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innovation of local firms，and the domestic market orientation of FDI has a strong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is
promotion. This conclusion still holds after considering the endogeneity problem and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Secondly，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omestic market orientation of FDI strengthens the promotion of FDI entry into the local firm’s
innovation through the production localization effect and market structure effect. Thirdly，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in
capital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es and local enterprises with a smaller technological gap with foreign firms，FDI has a greater
role in promoting innovation. For firms with different factor intensities，foreign domestic market orientation can play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However，for local firms with a smaller technology gap with foreign investors，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foreign domestic
market orientation is stronger. Under the strategic background of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dual circulation”，the paper
brings inspiration for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domestic market to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 at a high level and attract
global resource elements to build an innovative country.
Keywords：FDI entry；local firms；enterprise innovation；domestic market orientation；dual‑cir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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